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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边佤寨的病痛叙事、脆弱性与具身化国家 

黄剑波 胡梦茵 田远帆 

【摘 要】：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通常把身体作为研究疾痛的一个重要焦点,而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研究也试图讨论

“自然”的身体是如何成为社会结构的隐喻。基于五个月的田野调查,通过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并通过分析在现代医

学以及传统驱鬼仪式失效之后佤寨村民试图理解自身的疾痛的叙事追因,可以理解当地村民在现代医疗体系之外疾

痛叙事的社会语境,以及当地人对于身体脆弱性的持续感知。随着公共卫生的建设,当地长久存在的瘴气疫病说逐渐

消失,但是依然存在着现代医学体系范围之外的疾痛叙事。这种个体的疾痛叙事体现了失序的身体转化为对于身体

脆弱性的持续体验,而这种脆弱性则可以发现一个“具身化”的国家——即可以揭示国家力量如何深入地方社会,

并内化于个体。 

【关键词】：疾痛叙事 脆弱性 具身化国家 

随着 1961 年班洪佤寨①被正式划入中国边界，国家力量开始深入到地方社会。随着现代医学体系的进入、土地的重新改造

以及国家边界的不断强化，瘴气已经消失在佤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寨中的病痛却并没有随着现代医学体系的进入而被消

解。在为期五个月的田野过程中，笔者在佤寨
②
内遇到了好几位被疾痛缠身的村民。他们无一例外地遭遇到了现代医学(或者说

是当地的现代医疗)无法破除的病痛处境，而传统的鬼神仪式也失灵。 

笔者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意识到他们对于自身的疾痛处境，不再单单是以某种对待疾病的眼光去看待。他们意识到自

己所具有的某种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解释这一脆弱性的唯一可能，便是国家进入到地方的诸多运动事件。无论是医生口

中的疟疾以及慢性疼痛，还是魔巴③口中的水鬼树鬼，对于这些病痛中的人而言，都不过是自己被卷入一系列事件之后的结果，

而这种对于脆弱性的持续体验则可以被视作国家具身化(embodiment)的过程。 

一 病痛与治疗 

在笔者与高医生(4)关于当地瘴气的讨论之中,一个三十年前的病例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位特殊的病人叫陈金叶,女,佤

族,1980 年代初曾经因为持续的头痛到发展为四肢无力,最后昏睡了五天才醒来。这个病例在当时轰动一时,直到今天,除了高医

生以外,很多村民也能清楚地回忆起这件事。对于这位病人,高医生依然坚持自己当年的判断:“她得的就是恶性疟疾。”高医生

最初都不相信陈金叶在昏睡这么多天的情况下活下来,“胶队那个地方以前就是一摊沼泽,还是农业中学划一块烂地给他们住的,

一到雨季就变成了烂塘,蚊子多,加上佤族人对于疟疾也没有什么抵抗力,来到山下就容易得病,就是因为瘴气……陈金叶刚昏睡

过去不久,他们寨的人就把我叫过去了。这种突发的急性疟疾那个年代除了打针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没想到她后来还醒了……” 

高医生口中的胶队,是指 1970 年代初在南富村成立的橡胶种植队。这个种植队隶属于生产大队(大队在村民口中也叫做伙食

团,得名于当时的农村公共食堂配给伙食)。橡胶队所开垦的胶林原先是山下芒卡坝边的一片原始森林,距离当时的村寨有十多公

里的山路。胶队队员每天往返胶林和村寨十分不便,因此当地政府又从山岗农业中学划了一块地给胶队队员们居住。由于原先村

寨中的年轻人大多都被编入了胶队,随着这些人迁移到了山下芒卡坝的那片烂塘,原先的村寨逐渐被称为老寨,而山下的聚居地

则成为了胶队自然村。高医生在文革时期参加了赤脚医生的培训班,毕业之后就回到了芒卡坝,一直在胶队里当医生。对于胶队

队员们口中的瘴病,高医生也一直是当做疟疾来治疗的。在 70 年代刚回乡的时候,针对疟疾的西药比较紧缺,高医生便自己上山

采一些当地的草药来给胶队队员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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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叶正是高医生在胶队时遇到的病人。陈金叶的丈夫茶志军年轻的时候是农村卫生员,村民遇到的一般小病都会去求助他,

他在高医生分配至此地前会给病人打打针,抓些草药,挣些额外的工分。茶志军也说不清陈金叶当时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大妈当

时头疼得很,不像是疟疾,但是最后又确实是打针才把她救活的……我也说不清,她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总是怪在我盖房子上。”正

如茶志军所说,陈金叶病昏睡数日不醒的症状和一般疟疾的症状截然不同,同时也无法用当地常见病的症状来解释。她日益虚弱

的身体在寨子里老魔巴眼中便成为了野鬼在暗中为害的结果。 

早在陈金叶昏迷不省人事之前,老魔巴就给她算了一卦,认定是水鬼在暗中为害:原因就是陈金叶的丈夫在“栽新房”的时

候没有按照传统做法——看米卦——来判断能不能盖房——搬来前没有征询水鬼的意见就占据了水鬼的地盘,老人认为这一鲁

莽的举动惹怒到了新房附近住在井里的水鬼,水鬼便迁怒陈金叶。在高医生被请去之前,陈金叶家已经数次叫魂。高医生在陈金

叶醒来之后,也建议陈金叶搬家避开河谷里的瘴气,从胶队自然村回到老寨生活。 

虽然高医生的这一建议依然是基于瘴气便是疟疾这一基础,希望陈金叶避开烂塘所在的蚊虫滋生地。事实上,关于陈金叶苏

醒恢复这一过程,高医生自己也不能确定是否是药物起作用的结果。而这一举动在寨子村民的眼中则转变成为了“高医生也认为

是新寨子有野鬼的,陈金叶搬家是为了避开这些鬼。”而魔巴驱鬼的仪式也一直在新寨中延续了下去,成为在常规的医疗手段失

效之后的另一种途径。我们很难做出疟疾和野鬼这两种关于瘴病的解释体系以及相应的治疗实践是以某种平行的方式存在于佤

寨之中的结论。事实上,在今天无论老寨还是新寨,医务室肯定是首先的选择。然而对于佤寨之中存在的种种病痛,现代医学体系

并未完全将它们囊括在内。当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失效时,佤寨的人会转向寨中的魔巴以寻求帮助。 

李学明是胶队第二任队长的儿子,今年三十六岁,胶队出生的第一代人。十多年前,他同胶队会计彭钢的女儿结了婚,因为彭

钢的儿子去世了,两家都希望他留在寨里,李学明也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外出打工,而是留在家里子承父业经营橡胶。后来李学明

的婚姻没能继续下去,他索性就把组长的职务转交给公社第一任队长的儿子,加入进了去广东打工的队伍中。流水线工作压力和

强度使他有了头痛的问题,医生建议他回乡养病。意想不到的是,回家休养的李学明身体反而越来越差,除了眩晕外,还多了耳鸣

和虚弱无力等症状——也就是笔者后来所看到的——疼痛主导了他全部生活。 

在数次前往市医院求医无果后,李学明开始寻求各种偏方和民俗疗法来治疗病痛。他的家人请魔巴到家中叫魂。“我叫了好

多次魂,耿马的傣族和尚,岩帅大寨的老魔巴,孟定的汉族老人都请过来我家好多次,医院都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所以只可能是

鬼病了……你也觉得很难相信吧……叫了几次魂后,好像是比以前强了不少,但是我不能去人多的地方,一到人多的地方我就头

疼,接着就是长时间的耳鸣,像有人在耳边不停地说话。我想要病快点治好,就可以出去打工了。我现在连胶林都不去了,那里的

鬼更多,老爹老妈现在一大早上还要去割胶,我重活都做不了,不能分担家里的劳动,稍微动一下就没有力气了……” 

仅笔者在田野的期间,李学明家就举行了三次做鬼叫魂仪式。据说他回家后一年多来,做过不同的仪式不下十多次了。笔者

很少在村子里能碰到他,偶尔遇到也就是听他抱怨自己的疼痛,而且经常聊到一半,他就表示头又开始疼了,得回去睡觉。李学明

在患病后不再参加村里的一切活动,村里人只会在李家做鬼叫魂的时候去他家帮忙张罗准备。但村民们其实并不理解李学明,反

而觉得他是为了偷懒才假装成患鬼病的样子,整天请人在家捣鼓“迷信”,牛鬼蛇神一点也不“像个男人”。对于李学明的病症,

高医生也给不出更多的解释。而对于这些频繁举行的驱鬼仪式的作用,高医生的态度十分不以为然:“最早我在乡上医疗站给人

看病,那些病人总是拖到很晚才来找我——就是因为佤族有出门前算日子的传统,日子不好一律不出寨门。我以前看到这种情况

总是骂他们,现在倒是没有这么迷信的人了,但叫魂还是做的不少……”。 

无论现代医学体系与传统的魔巴驱鬼仪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龃龉,对于老寨以及胶队自然村的村民来说,都是可以依赖的摆

脱身体不适状态的手段。区分某一种疾病或者症状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陈金叶对于自己当年是

恶性疟疾的受害者还是因为丈夫的不慎被水鬼侵扰并没有如笔者一样探求究竟的冲动,而李学明也对“慢性疼痛”这样一个名

词感到陌生,同时也显示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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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而言,如何让虚弱或是疼痛消失才是最关键的,在此基础上,药物与仪式被划入同一个区分维度之下——是否有效。但

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病症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病痛的痊愈。除了陈金叶和李学明,佤寨中的大部分人都处在某种慢性的甚至是

日常性的病痛侵扰之下。这种侵扰并不会因为种种的医学名词的引入而退却,比如“疟疾”、“慢性疼痛”、“腰椎间盘突出”;

也不会因为某个驱赶鬼魂的仪式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野鬼还会再来,不确定的只是何时何地。 

二 持续体验的脆弱性 

虽然佤寨中的村民对于疾病的名称或是野鬼的来源并没有显示出探究的热情,但是他们依然试图理解自己患病的整个事件。

对于他们来说,自己身体长期处于被侵扰或者可能被侵扰的脆弱状态,这样一种无法摆脱的脆弱性正是他们需要理解和解释的东

西。 

现代医学发展带来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将所有的疾病简化为身体器官的现实,过度的专业化导致了现代医学与宗教、神学、社

会文化等领域的分野,也就产生了上文所述的两种理解疾病的路径以及治疗手段。但另一方面,疾病依然是一种社会存在。对健

康和疾痛的感受并不是完全先天和本能的,而更多的是后天在社会中习得的。当人察觉到身体不适或不正常时,他会去追寻其原

因,个人的文化背景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身体、疾病和病症的空间。 

自 1970 年代起,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和古德(Byron Good)将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引入医学研究,他们将文化与病患的

关系置于分析中心,来考察各种医疗传统中的病患相伴的象征结构和过程。采取阐释取向的医学人类学家认为疾病和疾痛都是存

在于社会现实特殊布局中的构建物,只有在特定社会关系组成的情境下,才能理解和领悟其蕴含的丰富意义。
(1) 

病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会形成一个自己的“阐释模式”,模式是个人的,但同样也扎根在文化的土

壤之中,疾病有独特的“语义网络”。比如说生病的人们会把自己的病归咎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受到污染的生存环境”

等。人们通过对疼痛的表达和隐忍来达到各种不同的诉求,也许是早年不公正的待遇,也许是正在经历的压抑的消极情绪,通过对

病痛的表达,将不满的情绪合理化。 

回到佤寨的村民身上,在笔者的田野过程中,往往和他们谈论起他们的身体与疾病的时候,都会被他们拽回到整个村寨的历

史当中,特别是胶队以及胶队自然村的历史。而他们对于自身的疾病根源、身体的脆弱性的根源和体验,都与个人以及胶队的历

史纠葛紧密关联。 

陈金叶向笔者描述起自己的那场大病时,和高医生、丈夫茶志军以及其他的村民的表述有所不同。每当陈金叶回忆起这件事

情的时候,她更多地认为是胶林包产到户时分配政策与他们开荒时付出的艰辛间的不平等,闷闷不乐才是致病的直接原因。在她

的对疾痛根源的追寻过程之中,年轻时期参加劳动带来的身体上的疼痛,转变成为了变迁过程中精神上的创伤。 

“搬下来已经是八几年的事情了,我记不清具体是几几年,只知道那时候橡胶树已经可以割了,一公斤大概五毛钱。那时候我

不仅要割胶、收胶,还要给树施肥。树那么多,天没亮就要去胶林,要不然胶树不出水。 

这时候我的大女儿也出生了,没有老人能帮忙带孩子,太累了,我忙不过来。身体也越来越虚弱。最开始是头晕、一下冷一下

热的。大爹是队里的卫生员,怀疑是疟疾,就抓了些草药,给我刮痧,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可没有什么用,反而病越来越严重。下来

的人谁没得过疟疾?只不过我觉得我那次疟疾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老人们叫我们做迷信,也不敢做啊,怕村上的人说我们(落后

做迷信);刚搬下来也没钱养猪,只能偷偷杀鸡看卦,说是有鬼在房子外面,就叫人做鬼了好多次请他们离开,也没什么用。 

后来就开始搞包产到户了,我当时头疼到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一觉就睡了五天,等我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街上的高医生正在

给我打吊针,连扎针我都没有感觉到。大爹说我怎么叫都叫不醒,我记得很清晰,醒来的那一下,我觉得自己很轻,感觉像要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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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要死了。 

大爹跟我说高医生要我们搬家,搬回山上避一避这里的瘴气。我们在老寨又没有落脚地方了,就搬去了胶队另外一个寨子,稍

高一些的地方,我们也有兄妹在那边,可以相互照顾。在那边我们住了七年,虽然疟疾再发过几次,后来我坚持吃药,已经十多年没

有复发过了;又生了三个女儿,但她们也总是生病;那边的老人看了卦,也是说那个胶队不‘好在’,说是有鬼经常找上门来,让她

们生病;加上我们自己的胶树离现在这个寨子更近,最后还是搬了回来。” 

陈金叶的故事中其实是这样开头的:“当时搞包产到户……劳动根本做不完,又病了,村上分配太不公平,我太生气就昏过去

了”。陈金叶的疾痛叙事中,胶队在包产到户时分配不公致使得陈金叶郁郁寡欢,最后水鬼趁着疟疾一起作用,她才昏迷不醒

的:“胶树可以割后,村里发现我们胶队看管的胶林产量很高,觉得我们这么几户人管不来这么大的胶林,又从老寨拉来五家人加

入胶队来帮忙。结果他们下来没过多久村里就实行分产到户了,跟着我们一起平分了胶树。” 

包产到户后,家庭收入不再根据劳动者的工分计算,收了多少胶水各家烤好卖出去,自负盈亏。“我现在都还觉得不公平,那

时候怕不是更气不过……我知道我们是在替国家看管胶林,橡胶不属于我们,可我们吃了多少的苦才把这么一大片原始森林改成

现在的橡胶林,当时种树的时候村上没觉得我们干的活重,收胶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赚得多了,要多拉些人来分…… 

我出生在缅甸,四岁的时候父母就死了,我和姐姐成了孤儿,叔叔把我们从缅甸接回了中国。叔叔家缺钱,还是供我们读了几

年小学。不过叔叔家里的人太多了,读了四年小学后也没钱供我继续上学了。从学校出来我就在家里干农活,15 岁我就和茶志军

结了婚,不到一年,我和大爹就加入了伙食团,从老寨下来种橡胶树。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育苗员,每个月能拿到几十块钱,不多。毕竟橡胶树七八年后才能割,头几年卖不出钱。那时候每天都要完

成工分,打雷下雨也必须得上工。而且我和大爹当时都住在老寨里,每天要下山来种树,虽然林子里也搭了小棚子可以暂时躲躲雨,

老人总是说林子里有鬼,还说有老虎出没,当时我们哪里怕鬼哦,都是毛主席说的‘牛鬼蛇神’。山下实在太热了,不‘好在’,没

人愿意住在里面过夜,但是下雨就没办法了,只能住在漏水的棚子里。现在我回想起来,我的风湿就是这么来的。 

树苗如果死了没长好都要扣钱,有时候连着几天没有雨,挑水都来不及,偷不了懒……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累,我们真的很能吃

苦……” 

在陈金叶的回溯之中,“不公平”的包产到户很显然是她昏迷五天的直接导火索,至于到底是因为“太气了”晕过去五天还

是因为郁郁寡欢水鬼趁机作祟,对于她的疾痛叙事而言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差别。同时作为胶队最早的一批队员,陈金叶参与的开

荒、种植胶林、收取胶水等等紧张的劳动不但成为她身体的直接负担,成为她日后所显现出来的“苦”的来源,同时也成为包产

到户之后“不公平”感的来源。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而又高强度的劳作使得陈金叶个人以及身体都逼近了脆弱的状态,而政策的

再次改变则让这种脆弱性直接转化为了无尽的疾病/野鬼的侵扰。 

一次在陈金叶家的访谈过程中,天突然下起了大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陈金叶做家务的节奏:按照计划她午后就该

把胶林里的胶水收集起来。因为接橡胶的碗被绑在树上的,雨水会顺着树干渗到碗里,一场雨过后,碗里的胶水会全部溢出到地

上。村民们眼见快要下雨,都会赶忙骑着摩托去胶林抢回一些胶水,可陈金叶自己不会骑摩托,女儿茶小三和丈夫茶志军也不可能

马上从镇上赶回来,她索性就不收了。 

对于陈金叶来说,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情况。事实上,陈金叶对于自己因为三十年前那场大病而不得不在几个寨子之间徘徊

的命运也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无力。虽然搬回胶队自然村是为了离胶林更近,然而陈金叶还是对那片胶林心有余悸。不仅仅是那边

湿热蚊虫多,或是像老人和魔巴们所说的野鬼肆虐,更是因为那片胶林承载着她所有的劳苦、不公和疾痛。而李学明的慢性疼痛

的解释,则是来源于给他看了卦的老魔巴。对于李学明持续的疼痛,在看完卦后,魔巴把李学明的疾病追溯到他自己都快要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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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砍树,并把这一事件与更遥远的文革时期的毁庙相连接。 

在 1961 年班洪回归之前,整个佤寨都在山上,而山下的坝子属于几十户傣族人家。解放之后,山上的佤寨人迁入了这块在征

战之中被废弃的无主地。然而原先芒卡坝上还有一座由傣族人供奉的缅寺。佤寨人并不信奉傣族人的鬼神,这座缅寺也就逐渐荒

废,最终在文革运动中被砸毁。 

这座缅寺并不是唯一一座在文革运动中被清除的寺庙,而佤寨人自己的魔巴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批判。关于这段时期的破

除封建迷信、损毁寺庙以及批斗魔巴的事件,田野地点里不少报道人都向我提起过它们与离奇患病事件之间的因果报应般的联

系。当时胶队的不少队员都参加过沧源县城大会堂举办的批斗大会,茶志军当年也是抄班洪大寨胡忠华家的红卫兵中的一员。

“那时候我调皮不懂事,跟大家一起去了班洪大寨拆胡忠华的家……班洪也有缅寺,扣勐胶队有个叫王志能的人因为带头砸了班

洪的庙,回来就得了鬼病,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疯疯癫癫的。他的女儿也总是得病,王志能死了,他女儿才好……” 

因此,芒卡坝那座被拆毁的缅寺也一直是胶队队员们的心头之患。魔巴认为,当年寺庙损毁时,佛像的毁坏意味着鬼神的物理

的身体被杀死了。因而这些傣族的鬼神只能逃散在坝子各处,寻找新的栖身之所,变成了佤寨人口中的野鬼。其中一处便是曾经

被李学明砍掉的一棵树。李学明砍树的行为等于拆毁了那个鬼的房子,因而大大地激怒了它。但那时李学明比现在强壮,鬼完全

伤不到他。等到他身体虚弱时回家养病,充满着怨气的野鬼便乘虚而入,彻底把李学明打垮了。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棵树是不能砍的,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要是知道的话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李学明谈起他的怪

病时显得愤愤不平,毕竟缅寺被损毁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早上我从胶林回来,那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刚走进寨子,突然眼前就

黑了,有一下我什么都看不见,只觉得特别的冷……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特别的害怕,想往家里跑,但是根本跑不动。我掏出手机

想给家里人打电话,发现我连滑动解锁的力气都没有。这样大概有好几分钟我才缓过来。后来我的病就越来越严重了,魔巴算了

卦,说是住在树上的鬼,来找我算账了。” 

而在魔巴以及李学明自己的解释当中,除了砍树这一导火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契机便是李学明在广东的工厂里做工时,亏

损了身体。而事实上头疼的症状也出现在李学明还在广东的时候,只不过回到老家病情愈发严重,以至于他现在完全无法进行任

何劳动。对于李学明来说,离开佤寨远去广东这样一个陌生的内地打工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风险。 

正如老寨中的老人认为的离开自己的寨子太远便容易遭受到鬼的攻击一样,前往广东打工便正是这种“离开自己寨子太

远”的情形。而回村之后的李学明则再次碰上了历史事件之下的野鬼的侵扰。对于李学明个人来说,这似乎是自己运气太糟的表

现——砍倒一棵不该砍的树,招惹上和自己毫无关联的鬼神。 

但另一方面,对于佤寨的人来说,这种被野鬼侵扰的风险又是某种必然存在的事物。当被卷进国家政治运动中的胶队队员

“侵占”了傣族人的坝子,损毁了缅寺,甚至批斗了魔巴的时候,这种脆弱性就产生了,并且长久地存在于村寨之中。换言之,即使

不是李学明,也会是其他人因为砍了树或者动了石头,而激怒这片土地上的野鬼们。而同样,在今天的芒卡坝,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为了生计而选择出村打工,远走外地。这也似乎意味着这种身体的疾痛是某种注定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佤寨人的身体的

脆弱性,也是整个佤寨社会的脆弱性。 

李学明的前岳母,54 岁的刘小燕,虽然成为了村中唯一的基督徒,但依然没有摆脱这样一种脆弱性的威胁。因为患有严重的腰

椎间盘突出症,她走路和讲话都很慢很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全身的病,都是胶队早年的工作造成的……如果不是家里缺人手,

我一天都不想待在这里。” 

她和陈金叶一样,十五六岁就加入了胶队,后来和胶队的会计彭钢结婚,生下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十多年前,孙女刚出生

不久,她的儿子在镇上被卡车撞倒,死了,媳妇也改了嫁,只有孙女被她留了下来。她说她留在村子里的唯一原因就是想把她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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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大,让她好好读书走出佤山。 

而她的大女儿就是李学明的前妻,性格不好,刘小燕也整日为她发愁。小女儿在杭州打工,将她接去散心,也因此参加了杭州

的基督教会并且受了洗。因此回到佤寨之后的刘小燕一次都没有请过魔巴来家里做法事,取而代之的是按照杭州的教友告诉她的

向上帝祷告来寻求帮助。然而这样一套实践依然不能缓解她每日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以及胆结石所遭受的疼痛,以及面对早逝的儿

子、年幼的孙女以及依旧没有着落的大女儿时所体验到的痛苦。 

一次笔者在参加村里人婚礼的时候遇到刘小燕,她告诉我寨子的自来水直接来自山泉沉淀,如果遇到暴雨第二天水质就会变

差,颜色会发黄。“不过这水已经很好了,以前我们都是去树林里挑水回来……当时教会的人说可能是我喝的水不好才得的胆结

石。我想了下可能真是这样,胶队山下水是不好,如果我没有下来,继续住在山上喝山泉水,我的胆现在也不会被拿掉……”当笔

者告诉她如果饮食不规律也有可能得胆结石时,她想都没想地说“我们伙食团当年要管那么大的橡胶林,根本没什么时候能准时

吃饭的。这也可能是我得胆结石的原因吧。” 

同李学明一样,刘小燕也一直处于慢性疼痛之中。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她经常需要去医院输液来缓解疼痛,她对于疼痛

的抱怨也如同上述的逻辑,全都将其追溯到加入橡胶种植队上:如果当年没有下山,她现在什么病都不会有。“那时没有车,几十

斤重的胶还不是要拎回来等着老板收购,以前年轻没觉得有什么事情,现在老了问题就都出来了。” 

而面对更具体的生活,刘小燕一直向笔者抱怨:“我就总是在想为什么我这么倒霉,我那么聪明的儿子死了,他是这里第一个

考上县里高中的人。女儿再婚后又离了,大爹每天喝酒,我自己全身又都是病。教会的弟兄姐妹叫我想上帝,多祈祷,这都是对我

的考验……刚回来的时候,他们还会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后来联系就断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每天我都在家里给耶稣、

观音上一束香……” 

对于佤寨中的村民来说,身体的疾痛与生活的苦难并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与疾病相关的疼痛或多或少有着社会隐喻,尤其

慢性病会通过时间流逝来侵蚀“健康”的人体,慢性病痛的发生贯穿着历史,体现了社会发展在身体塑造上留下的种种痕迹。回

溯疾病的起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意味深长的社会现实,即使从社会话语体系构筑的历史中“抹去”,社会现实却依然通过个体

的身体感受微妙地表达出来。 

无论是陈金叶还是李学明,抑或是刘小燕,他们的身体的疾痛以及生活的苦难都来源于从老寨迁下山进入到胶队工作,从佤

寨人转化为胶农,从山上的流民转化为地底坝子的定居者。这便是刘小燕一直和笔者重复叨唠的“如果我没有下山”的意义。我

们无需求证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的确实性,然而毫不怀疑的,这样一种叙述意味着佤寨人所持续体验到的身体的脆弱性,有着超越

生物性的根源。这种社会性或是文化性的根源不仅仅是某种野鬼的隐喻,而更在于 1961 年之后国家的具身化。 

三 “具身化”的国家 

对于身体的关注是医学人类学研究的起点,无论是生物、科技、认知、心理、医疗、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法律、

甚至是全球化的想象,都可能展现在个人的身体上。(1)文化人类学常常关注“自然”的身体是如何成为社会结构的隐喻的。对身

体社会性的探讨也构成了文化人类学“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比如在人类学家杜蒙代表作《阶序人》中,身体被视为一种技术和社会实践,一个承载了社会文化的象征体系,与社会分类机

制、阶层划分、社会人的建构等密切相关。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和《自然象征》是身体人类学研究的开端。(2)她提出了著

名的“两个身体”概念,即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 

相对于物理身体,她对社会身体更感兴趣,而且她关注的焦点在于寻找社会危险与身体象征之间的一致性。比如在《洁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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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中,她认为社会控制系统有助于社会与个人身体经历之间达成和谐一致。在《自然象征》中,她认为在不同社会中,身体的

状况依赖于社会组织特征的状况,而这种特征又由文化分类决定,并超出个人角色的群体控制。 

“具身化”则是基于之前人类学关于身体的讨论而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源于社会科学界对于笛卡尔身心二分传统哲学

的反思,意指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差异,都可以通过人们的身体认知、身体观念、身体体验、身体感觉体现出来。(3)从宏观的角度

来看,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力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比如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男性与女性,工人与资本家——都

可以用身体作为区分的标志,并在微观的身体的框架内体现,也就是被“具身化”。(4) 

张文义从构词法的角度分析了具身化的概念(5):body一词加上 em前缀,有两种意味。第一种是把身体之外的社会放到身体上,

即身体再现了社会。例如,大屠杀幸存的犹太人在下一代面前不提集中营的经历,可他们的身体无意中传达了这部分经历;甚至是

他们的下一代会生物性地继承一些特征。“embody”另一层含意指的是让身体具有力量。社会体现到身体上后,与个体生命经验

结合,让个体成为个体。综合起来,具身化指的就是社会的东西印到了个体身上,个体把它变成独具特色的东西。基于具身化概念,

医学人类学家认为行动有后果,社会有记忆,今天的社会行为,会成为明天的身体状况,影响和改变社会现实。 

在佤寨的人身上,1961 年之后的国家化进程与他们生物性的身体结合起来,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他们的社会形态。通过一系

列的政治运动等等的事件,个体在这些运动过程中的经历形塑了他们今天的身体。以 1970 年代的胶林生产队队员为主要居民的

胶林自然村中,病和痛与胶队的历史紧密相连。 

在本文的民族志叙述中,寨子里的疾痛以医学名词之外的形式存在着。李学明的疾痛叙事中痛苦根源有两点:第一是离开家

乡奔赴遥远的内地,高强度的流水线工作造成的身体上的劳损;第二点来自寨子外被他砍断的树,惊扰了建国至文革都无法得到

安宁的鬼神。在陈金叶昏睡五天的故事中,她认为当年的疾痛源自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政策中分配的不公。刘小燕将她身体所有

的劳损都归于人民公社时期橡胶生产队艰苦的开荒岁月。形塑他们的身体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更是他们作为个体与更大的国家

发生关联的种种时刻。 

1970 年代初这个胶林生产队的成立是 1961 年班洪部落正式并入中国领土的后续结果之一。而文革的运动以及 1980 年代之

后的包产到户、1990 年代至本世纪的外出打工浪潮,胶队自然村的村民经历的是更大的全国范围内的转型冲击。实际上,胶队人

内部的生活形态在班洪部落时期和集体化时期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即一种集体的、平等的(6)——至少也是差别不太大的经

济生活。而在外部,橡胶的国家收购是这种经济活动唯一的结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 1980 年代初期吹入佤山,手足无措的胶队农民突然被推向了更不稳定的市场。而经济活动的重点并

且有形实在的国家便成为无形的市场。从宏观层面上看,解放、人民公社运动与改革开放包产到户都是班洪部落不断被整合到新

的单一政权国家过程中的历史事件。佤寨的个体则通过一系列日常生活之中的具体行为参与进这些时间当中表现为一系列的行

为,比如去割橡胶,去森林砍柴,去外地打工……这些行为才是他们疾病的直接来源,或者说,是脆弱性的来源。 

在村民疗愈的实践中,无论是叫魂还是打针,这些治疗手段实际上都是外在于身体的,病患反思其脆弱性的来源时,总会去思

考究竟哪些事跟我生病有关,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反省过程中,无意识地发掘出潜藏在其致病逻辑背后的国家因素,这种自省,恰恰

也说明了国家是如何与个人发生联系,又是如何内在于个人的。由此,国家在疾痛之中内化于并且重塑了个体。或者说,这些胶队

农民的脆弱身体上体现(embody)了国家(1)。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民族志中所有案例的疾病解释与想象中,野鬼的隐喻均被引入。《野鬼时代》(2)是一本关于云南直苴彝族

社区记忆、暴力与空间的民族志著作。缪格勒(Erik Mueggler)将少数民族社区置于国家化的话语中,探讨了国家化进程对社区

的重塑。他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即将面临计划生育、担心失去生育能力的妇女的噩梦,以及一场由此产生的身体上不适的驱鬼仪式。

对于女性来讲,绝育手术就像野鬼一样吞噬掉了她们的子宫和下一代,国家力量如同野鬼一般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了身体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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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隐秘的部位——子宫,直接阻碍了代际间生命的流动。 

而本文所讨论到的胶队队员之中,野鬼出现在他们对于自身疾病寻求解释和治愈的情境之下。在此笔者无意过度阐释佤寨之

中的野鬼的隐喻意义,但野鬼构成了他们患病过程的重要线索:陈金叶的丈夫茶志军盖房子是惊扰的水鬼;李学明砍树时激怒的

是傣族的野鬼;以及张小燕口中的种种“魔鬼”。因而,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野鬼所表明的危险对于佤寨之中的人是异常真实的。

这些危险与脆弱性的身体一起,成为寨中疾痛的全部事实。 

对于佤寨之中的人,特别是胶队队员们来说,由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的国家、具身化的国家带来的脆弱性,以及在寨子外存在

着的野鬼,都由自己的失序的身体所承载,并且在日常生活之中持续体验着。身体为何疼痛,野鬼为何侵扰,以至于佤寨居民们从

未深思过的个人如何与国家相连,国家又如何形塑身体,构成了他们理解疾痛,乃至自身的存在的唯一途径。 

在本文材料中的陈金叶、李学明、张小燕等人的疾痛叙事里,或许可以使用这样一种统一的开头:“如果当年我没有下山,也

就不会有现在的病痛了。”下山,进入胶队,成为胶农,以及后来到远方打工,这是他们每个个体被卷入现代国家的生命轨迹,同时

也是这些滇边佤寨人体验脆弱性的过程。或者说,也是他们通过身体感知并且体现了国家的过程。 

注释： 

1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佤寨在正式划定中缅边界之前属于班洪部落的势力范围。 

2本文的田野点是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芒卡镇莱片村莱片胶队组,也称下芒卡坝。 

3佤族传统的巫师。 

4高医生是班洪南腊的佤族人,是当地最有威望的医生,也是笔者的关键报道人之一。 

5 Kleinman，A．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Medical History，1981，25(4):A40． 

6 刘绍华:《医学人类学的中国想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期,第 29-34 页。 

7麻国庆:《身体的多元表达:身体人类学的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3期,第 43-48 页。 

8刘倩:《身体的边界性与“去边界化”——基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和反思》,《医学与哲学》2017年第 21期,第 35-38 页。 

9 Csordas T J．Embodiment as a Paradigm for Anthropology，Ethos，2002，18(1):5—47． 

10 张文义:《社会与生物的连接点:医学人类学国际研究动态》,《医学与哲学》2017 年第 19期,第 39-42 页。 

11 Fiskesj，M．Mining，History，and the Anti-State Wa: The Politics of Autonomy between Burma and China，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2010，5(2):241—264． 

12 这里的国家既包括以生产队、伙食团为代表的有形政权,也包括无形的市场。 

13 Muggler，M．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Violence，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Californ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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